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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国焘同斯大林会见之说考

梁 化 奎

在中共党史研究中，回忆录的引用需要审

慎。否则，“照猫画虎”地轻信滥用，很容易把
一些历史事实弄得更乱。张国焘晚年所著 《我
的回忆》在海内外传播很广，影响很大。对于
书中记述的 “1928 年 11 月”他和瞿秋白同斯
大林的会见一事①，国内相关人物的年谱、传
记，或是直接援用了其中的一些说法，或是没

有提及这次会见。笔者在翻阅相关文献资料的
过程中发现，张国焘对于这次会见所做的忆述，

与事实存在有较大出入。

一、关于会见的时间

张国焘说，这次会见是在 “一九二八年十
一月初”，谈话从 “晚上九时”开始，进行了
“三小时”。研读以下文献资料，基本可以判定
这一说法有误。

第一，国内出版的 《共产国际、联共 ( 布)

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》提供了大量的文献
资料，可以作为参照，说明张国焘这一说法有

误。例如，中国问题委员会、中国问题小委员
会在共产国际组织机构内的成立及运作过程，

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的酝酿和起草过

程等，都可以从这套丛书的相关卷本中找到文

献依据。对此，后文将有详述。

第二，根据 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》中的
《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来客登记簿》 ( 以下
简称 《登记簿》) ，1928 年 11 月初的 “来客登
记”中，并没有张国焘和瞿秋白的任何信息。
《登记簿》由当年联共 ( 布 ) 中央秘书局工作
人员执笔完成，对从 1924 年 7 月至 1939 年 12

月间曾经到过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各界

人物都逐一做了登记。张国焘和瞿秋白若是当
年走进过斯大林的办公室，理应留下记录。

第三，中共六大召开期间，庄东晓曾在大

会秘书处做翻译工作，会后留在莫斯科并进入

国际列宁学校学习，与同在该校学习的瞿秋白

的爱人杨之华交往甚深。据她在 《记忆中的瞿
秋白同志》一文中回忆说，瞿秋白在莫斯科的
两年多时间里 ( 1928 年 5 月至 1930 年 7 月) ，
“很得斯大林的器重，斯大林亲自同他谈过三次
话: 第一次在一九二八年中共六次大会期间，

第二次是一九二九年二月初，第三次一九三〇

年七月间”②。这里，庄东晓说瞿秋白同斯大林
曾有过三次会见，并且指出了每次会见的具体

时间。其中，第一次和第三次会谈的时间，已
为史料证实是真实可信的③; “一九二九年二月
初”的谈话则有可能就是张国焘所忆的那次会
见。然而，依照庄东晓所说的时间点查考 《登
记簿》，却没有任何登记信息。

第四，1929 年 3 月 12 日，瞿秋白在给杨之
华的一封信中，曾经说到他和斯大林的一次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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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张国焘: 《我的回忆》第 2 册，东方出版社，
1998 年，第 423—427 页。下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
出于此。
《广东文史资料》第 29 辑，广东人民出版社，1980
年，第 23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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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1930 年 7 月 21 日，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和米
夫。参见《联共 ( 布 ) 、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
动》第 7 卷，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477 页;
梁化奎: 《关于斯大林会见周恩来、瞿秋白的一则新
史料———兼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前周恩来和瞿秋白
在莫斯科的活动》，《党的文献》2007 年第 2 期。



见，并且提到参加会见的另一名中共重要领导

人。写信时，瞿秋白正在南俄玛丽诺休养所疗
养，他写道: 昨天接到你的三封信，得知 “兆
征死的消息震骇得不堪”，“我党的老同志凋谢
得如此之早啊”。谈到苏兆征，瞿秋白还深有感
慨地说: “他是党里工人领袖中最直爽最勇敢
的，如何我党又有如此之大的损失呢? 前月我

们和史太林谈话时，他所关心的问题，是如何

的切合于群众斗争的需要; 他所教训我的———

尤其是八七之后，是如何的深切。”① 这里透漏
出两个信息: ( 1 ) 会谈时间是在 “前月”; ( 2 )

苏兆征参加了会谈。按照中国人的一般表述习
惯，所谓 “前月”即使宽泛地讲，也应是 1929

年 1 月或 2 月。而在当年 2 月初，苏兆征就已
出现在了上海，2 月 25 日病逝②。邓中夏当年
闻讯苏兆征病逝后，在莫斯科写了 《苏兆征同
志传》一文。文中说到: “后因革命斗争发展，

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力疾回国。”③ 由此可
知，瞿秋白所说的这次会见时间当在 1929 年 1

月。依此查证 《登记簿》，1929 年 1 月 16 日 15

点 15 分，有 “三名中国人”走进了斯大林克里
姆林宫办公室④。

综合上述几条文献资料看，当年走进斯大

林办公室的 “三名中国人”，理应是瞿秋白、张
国焘和苏兆征。斯大林同三人会谈了约一小时
( 15 点 15 分至 16 点 25 分) ，接着又会见了下
一拔来客。

二、关于参加会见的苏兆征

苏兆征是省港大罢工时期涌现出的工人运

动领袖之一。1928 年 6 月 9 日，他和瞿秋白等
中共领导人就曾同斯大林有过一次会面; 这次

能够受到斯大林的再次约见亦实非偶然。

首先，苏兆征在中共早期工人运动史上的

突出表现，奠定了他在党内的重要领导地位。
1926 年 5 月，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
为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; 大革命后期，受

中共中央的指派，出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部

长; 中共五大时成为中央委员及中央政治局候

补委员，又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

局委员，随后当选为政治局常委。不过，八七
会议发布的 《告全党党员书》却点名批评了苏
兆征和谭平山 ( 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部

长) ，认为二人主持的 “农政部及劳工部与其他
官僚机关没有什么区别”，“在群众面前消失共
产党的面貌”⑤。有学者指出，正是由于这个原
因，“后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大印竟与苏兆征失
之交臂，转而落入向忠发的手中”⑥。1928 年 2

月，苏兆征去了莫斯科，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

四次代表大会。

其次，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

层明确提出了改组的要求，联共 ( 布) 、共产国
际领导人对苏兆征的倚重因此更加突出。八七
会议后中共即提出，必须 “用最坚决的方法，

使指导干部工人化”⑦。在共产国际六大上，库
西宁在发言中提出，未来中国党的领导干部应

当 “首先是由工人阶级中选拔”⑧。1928 年 9 月
4 日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致联共
( 布) 、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，甚至直接提出:
“由于中国党明显缺乏有威信的 ( 个人和集体)

领导”，“现在只有从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
当中挑选中央的这种核心 ( 如向忠发、苏兆征、

项英等) ”⑨。与此同时，共产国际向各国支部
党提出，由于同改良主义的斗争日益尖锐化，

大力加强革命工会的工作 “就显得格外重要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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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须 “最大限度地加强这条战线的工作”①。共
产国际政策走向的这一变化，进一步凸显了苏

兆征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作用。所以，尽管此
前苏兆征因未能按照共产国际电令公开抗议武

汉政府的政策，使其工人运动领袖的形象在共

产国际那里一度 “大大地打了折扣”②，但这并
未改变联共 ( 布) 、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其的倚重。

再次，苏兆征在莫斯科的 “直爽”“勇敢”

表现，加深了联共 ( 布) 、共产国际领导人对其
的信任。在莫斯科，苏兆征先后参加了赤色职
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、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
六大，其思想动态从他在这些大会上的发言，

以及其回国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

议上的报告中可见一斑。如针对八七会议后党
内出现的 “左”的做法，他在共产国际六大上
提出: “在土地革命过程中要避免抢劫、烧杀等
错误做法。”③ 1929 年 2 月 17 日，在全总第二
次扩大会议上，对于中共一度实行的 “红色恐
怖”政策，苏兆征提出批评说: “工会对付工
贼，对付资本家，往往采用红色恐怖手段，这

是错误的”; “以手枪来强迫”工人罢工，“这
是脱离群众的办法，而不是群众的行动”; “我
们要群众的斗争，不要枪杆的逼迫，要有组织

的行动，不要做浪漫的袭击”④。

引人关注的是，苏兆征驻留莫斯科期间曾

经多次致信联共 ( 布) 中央政治局、共产国际
执委会或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，要求做当面汇

报。1928 年 3 月，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
长索洛维约夫 ( 即赖特 ) 曾向布哈林报告说，

苏兆征 “希望向您和斯大林同志汇报中国目前
的形势”⑤。同年 6 月 5 日，苏兆征和向忠发联
名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，希望执委会能够 “认
真对待”信中提出的 “江浙同乡会”等十个问
题，“最好在最近一周内作出具体决定”; 信中
直言他们在莫斯科 “很难推进工作”，因为所有
问题 “都得先提交东方部，只有取得它的允许
后，我们才贯彻执行”，而东方部处理得又 “很
缓慢”; 另外，共产国际执委会内有英国问题、

法国问题、德国问题等各种委员会，却没有常
设的中国问题委员会，也没有常设的固定翻译;

“请求共产国际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”⑥。
此信立刻引起联共 ( 布) 、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
度关注。三天后，即 6 月 9 日，斯大林约见了
包括苏兆征和向忠发在内的几位中共领导人; 6
月 12 日，共产国际执委会小委员会召集会议，
对于苏兆征、向忠发信中提到的问题做出了回
应。如会议决定: “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一名由共
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开支的常务秘书。东方部应
设懂中文的技术性工作人员。远东部应设立准
备和研究中国问题的常设中国委员会。”⑦

苏兆征对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盲动错误的

尖锐批评，与其在莫斯科敢怒敢言的率真表现，

不仅引起联共 ( 布) 、共产国际领导人的高度关
注，同时给瞿秋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如
前所述，他在闻讯苏兆征病逝后在给杨之华的

信中说，苏兆征是中共党内 “最直爽最勇敢”
的工人运动领袖，其对八七会议后中共党内

“左”倾盲动错误的批评给自己留下了 “深切”
的 “教训”。对于苏兆征的病逝，瞿秋白后来常
自我责备说，当初没能说服他把病治好再回去，

“是一个不能挽回的错误”⑧。
上述几点可以佐证苏兆征参加了这次会见，

并在会见后旋即返回了上海。需要指出的是，苏
兆征的这一重要活动，国内迄今尚未有人提及。

三、关于会见动因及会谈内容

( 一) 关于会见动因

依照张国焘的说法，共产国际六大后，他

和瞿秋白之间在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认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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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形成了针锋相对的意见。瞿秋白认为，中
国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，中共应和共产国际

其他支部一样 “着重于反右倾”; 而他则认为，

中国革命新高潮并无立即到来的迹象，应遵照

中共六大决议的精神， “决不可让盲动主义复
活”。在双方 “相持不下”的情况下，争论被
带到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，可

是经过两个月的讨论，仍未能达成一致意见，

于是问题被提交到了斯大林那里，斯大林遂于

“1928 年 11 月初”约见了他和瞿秋白。

考诸史实会发现，1928 年 9 月 5 日，即共
产国际六大结束后的第四天，瞿秋白便偕杨之

华去了南俄地区并因病发留驻在巴库疗养; 11

月 4 日，他在莫斯科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说，

自己刚从南俄回来，此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

团的工作 “都是焘兄主持”①。另据联共 ( 布 )

解密文档，同年 10 月 28 日，米夫受东方书记
处委托着手组建中国问题委员会，11 月 12 日中
国问题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，标志着委员会

的正式成立，张国焘和瞿秋白皆是这个委员会

的成员。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正是在这一平
台上进行的。由此看来，其一，共产国际六大
结束后的两个月，瞿秋白并不在莫斯科，张国

焘说大会后他和瞿秋白之间形成了针锋相对的

争论意见，显然有悖常理。其二，依照张国焘
的说法，争论持续了 “两个月的时间”，依此推
断，斯大林约见瞿秋白、张国焘、苏兆征三人
的时间，恰好应在 1929 年 1 月。这就进一步印
证了前文关于这次会见时间的考证结论。

问题还在于，斯大林缘何要在这时约见瞿

秋白、张国焘、苏兆征三人? 张国焘在 《我的
回忆》中提供的上述说法，是否真实可信? 对
此，还需要从当时共产国际的政治动向，特别

是斯大林的政治关注点出发，去做综合考察。

第一，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世界革命 “第
三阶段”理论②，使其在指导中共从纠 “左”

转向反右的过程中，陷于棘手而又十分尴尬的

境地。历史地看，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形势和
任务做出的判断，基本上是正确的，即认为第

一个革命浪潮已经过去，新的革命浪潮还没有

到来，强调当前 “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
主义和命令主义”③。然而共产国际六大提出的
世界革命 “第三阶段”理论，却引发了中共思
想认识上的再度混乱。如布哈林提出，“通观共
产国际整体，则当前右倾是主要危险”，“种种
客观迹象证明，革命高潮必然到来”; 并认为，

现时中共党内的错误倾向 “是右比 ‘左’更
甚”④。会后，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中共的指
导，任命库西宁为东方书记处书记，米夫为东

方部部长，并在东方部下组建了中国问题委员

会。米夫在中国问题委员会成立会上宣布说:
“我们给这个中国委员会提出的任务是，预先仔
细研究与中国工作有关的材料，以便于共产国

际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经常性的、定期的和系统
的指导。”米夫还做出解释说，这并不意味着要
对两个六大就中国问题做出的原则性决议做出

“根本性的修改”，但是应当看到，对于这期间
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，有必要及时做出正确的

评价和判断，这是指导中共的基础。⑤ 可是究竟
应当予以怎样的指导，对于共产国际来讲，是

个依违难决的问题。是引导中共继续纠 “左”，

还是推动其积极反右? 显然，这已不是共产国

际领导人可以自信地做出回答的问题。张国焘
在回忆中说，在东方部每周一次的会议上，争

论问题曾被不断讨论，可是 “经过两个月的时
间，还是不能作具体的解决”。其中的原因就在
这里。于是问题被提交到了联共 ( 布) 最高领

·311·2016 年第 1 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《瞿秋白文集 ( 政治理论编) 》第 6 卷，第 174 页。
这一理论认为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共产国际六大

召开，世界革命形势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:

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 1923 年，是无产阶级采取
直接行动的阶段; 从 1923 年 8 月至 1927 年，是资本
主义制度趋于稳定的阶段，也是无产阶级由进攻转

入防御的阶段; 从 1928 年起，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崩
溃动摇的阶段，也是世界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。
参见《共产国际、联共 ( 布)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
选辑》第 11 卷 ( 上) ，第 435—436 页。
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》第 4 册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
社，1989 年，第 315 页。
《共产国际、联共 ( 布) 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》
第 11 卷 ( 上) ，第 253、255、256 页。
《联共 ( 布) 、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》第 8
卷，第 38、39 页。



导人，亦被认为是中国问题头号专家的斯大林

那里。

第二，共产国际六大后，斯大林在联共

( 布) 党内和共产国际内不断祭出反右大旗，打

断了中共的纠 “左”进程，并将其强行拨向了
反右。1928 年 7 月，在联共 ( 布) 中央七月全
会上，斯大林同布哈林集团之间的矛盾公开暴

露出来，后者在国家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意见被

指是 “右倾”。在当年 10 月至 12 月三个月里，

斯大林以反右为主题，相继做了 《论联共
( 布) 党内的右倾危险》《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
( 布) 党内的右倾》《论德国共产党内的右倾危
险》三个重要演说。他在第一个演说中指出:

联共 ( 布) 党内的右倾现在已经 “更加突出地
显露出来”，党的任务 “要着重反右倾的斗
争”; 而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的右倾，则是
“一部分共产党员离开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而走
向社会民主党方面去的趋向或倾向”，“如果右
倾在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内获得胜利，那就意

味着共产党在思想上被粉碎，社会民主主义大

大加强”①。第二个演说是将他在上个演说中所
阐述的反右观点，借由联共 ( 布) 中央十一月

全会进一步在全党范围内传播。斯大林在第三
个演说中说: 德共中的右派分子和调和分子正

在 “从内部瓦解党并威胁党的生存”; 同时斥责
意共领导人塞拉等犯了 “调和主义”的错误，

已经 “滚到怯懦的机会主义的泥潭里去了”。斯
大林还对 “第三阶段”理论中所谓资本主义由
稳定到 “稳定的动摇”的提法做出解释说:
“这就是说，稳定现在已经动摇和不巩固了，它
在第三个时期的条件下将更加动摇。”因此，这
一阶段中，“工人阶级的斗争往往带有遭遇战的
性质，带有向资本家反攻和正面进攻的性质”。

斯大林强调指出: “当右倾分子正在散播社会民
主党腐朽的思想毒素并且不断破坏党的纪律的

基本原则，而调和分子还给右倾分子帮忙的时

候，继续容忍这种 ‘秩序’就是反对共产国际，

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要求。”② 斯大林在
联共 ( 布) 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高调反右，使

得共产国际在如何指导中共的问题上终于有了

最明确的答案。

第三，在斯大林演说 《论德国共产党内的
右倾危险》过后一个月，共产国际起草了要求
中共着力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指示信。1929 年 2

月 8 日，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讨论这
个指示信草稿的会议上发言说: “中国党的全会
快举行了，因此起草了要致全会的信”; “这封
信只确定总的方针，就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也是

最重要的工作，这就是如何评价形势。丧失革
命前景的危险越来越明显。”这里，所谓 “中国
党的全会”是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。库西宁还
提出: “我想建议现在把信的草稿作为基础。有
些地方需要再看看。可能为此需要建立一个不
大的委员会。我还没有收到斯大林同志的意见，

我想在最后审定时也要考虑他的意见。”据此会
议做出决定: “责成由库西宁 ( 负责人) 、斯大
林、米夫和格列尔同志组成的小委员会作最后
审定。”③ 这则史料表明，指示信早在 2 月 8 日
前的一段时间即已完成并呈送斯大林审阅。由
此推断，斯大林 1 月 16 日约见瞿秋白、张国
焘、苏兆征三人之时，应当正是给中共中央的
指示信起草之际。瞿秋白和张国焘皆参与了起
草工作④。这就凸显了此次会见与给中共中央的
指示信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。另外，时任赤色
职工国际东方部部长的格列尔能够成为最后审

定指示信的四人小委员会的成员，反映出斯大

林对于加强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的高度重视。

这也是苏兆征受约走进斯大林办公室的一个重

要原因。

从上述三个相互关联的历史因素看，中共

六大后的半年多时间里，联共 ( 布) 党内政治

·411· 中共党史研究

①

②

③

④

《斯大林选集》下卷，人民出版社，1979 年，第 71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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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秋白在 1929 年 3 月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
说: “国际已有一中国问题决议，我亦是积极参加的
( 虽因病未能自己起草) ”。参见《瞿秋白文集 ( 政
治理论编) 》第 6 卷，第 293—294 页。



斗争的溢出效应，使得反右斗争逐渐成了共产

国际及其各支部党政治生活的主题。在把这一
斗争直接指向西方各支部党的同时，如何将反

右引入尚在强调纠 “左”中的中共这个共产国
际中的第二大支部党，成为斯大林当时所关注

和思考的特定问题。因此，他约见瞿秋白、张
国焘、苏兆征三人，实际上是要了解给中共中
央的新的指示信的起草情况，并借此征询留驻

在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对在中共党内开展反右

斗争的态度和想法。其后正式发出的、以强调
反右为主旨的指示信，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

一点。
( 二) 关于会谈内容

从前文的考论已不难看出，斯大林同三位

中共领导人的会谈内容，大抵会涉及中国革命

的形势和任务、中共党内的右倾危险、对待右
倾及调和分子的态度、“第三阶段”理论下的
工人运动等。吊诡的是，这些在张国焘的回忆
中不但没有相应的记述，反而能够看到这样的

说法: 瞿秋白向斯大林 “报告了一些东方部最
近关于中国问题讨论的大要，并说明他个人的

见解，请斯大林予以指示。谁知斯大林却淡淡
的回答说: 我认为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

已经够了，现在我没有什么新的意见。斯大林
这样一句简单的话，使瞿秋白反右倾的调子，

不能不大打折扣”。在当时斯大林措辞激烈地高
调反右，整个共产国际也在闻风而动的背景下，

张国焘在 《我的回忆》中提供的这些说法，显
然值得怀疑。究其原因，问题出在张国焘在忆
述这次会见时，把自己置于了代表党的正确路

线的位置上，俨然是一个勇于站出来反对开展

反右斗争的中共领导人。事实上，这不过是一
种后见之明。这种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做法，极
大减损了 《我的回忆》的史料价值。

引人关注的是，张国焘在回忆中还说到了

他和斯大林之间的一段对话。斯大林问: “像宋
庆龄这样的人，如果在中国大城市的街上，遇

见一个共产党员，会不会叫警察逮捕他?”接着
又问: “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
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?”在得到两个否定的回答

和说明之后，“斯大林的神情，似对我的意见颇
为满意，也许他认为这两个问题对于中共今后

的决策有重大的关系，因为前者的答案，表示

中共还有一些非共产主义的同盟者，后者的答

案，表示陈独秀并不能在中国作反对共产国际

的有力活动”。

上述 “斯大林之问”迄今还没有发现能够
佐证其真实性的文献资料，这使得张国焘的说

法成为孤家之言。然而，就是这一孤家之言，

国内外相关著述却竞相 “照猫画虎”地做了引
用，以此作为论说是非的依据。问题似乎还不
在于 “斯大林之问”是否为孤说，而是张国焘
是否真的领会了 “斯大林之问”的真实意图。

实际上，斯大林大约是想借此了解将要在中共

党内开展的反右斗争，以及这种斗争所包含的

反对 “第三党”的斗争，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
应和影响。事实是否如此呢? 如前所述，1928

年 12 月 19 日，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
团会议上曾针对德共党内的右倾问题发表演说

指出，德共现在还没有摆脱社会民主党的影响，

党内右倾分子客观上已经成了社会民主党的

“代理人”①。共产国际则把斯大林的这一反右
观点机械地搬到了中国。它在给中共中央的指
示信中提出，谭平山等领导的 “第三党”客观
上 “已成为国民党的工具”，因此应当特别注意
“揭破小资产阶级领袖的假面具”; 同时指责中
共说: “在中国党中央的一切通告中，我们没有
看见一点关于反对他们的特殊指明，没有看见

与这种反共产主义团体的斗争。”② 这就明确表
明了联共 ( 布 ) 、共产国际对于 “第三党”的
态度和立场，也说明斯大林的第一问更有可能

意在反右。

再来看斯大林的第二问，共产国际六大后，

早在 1928 年初已被流放到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
的活动，特别是其追随者在莫斯科同布哈林集

团等反对派的串联活动，包括中国留俄生中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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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派活动，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警觉。1928 年
12 月 16 日，即托洛茨基被逐出莫斯科一年后，

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委员会全权代表沃伦斯基

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托洛茨基发出最后通牒，

称托洛茨基与其 “志同道合者”近来的活动具
有 “反革命性质”，要求托洛茨基绝对保证停止
一切政治活动，否则将不得不改变其 “生存条
件”，使其 “完全脱离政治生活”。在遭到了托
洛茨基的明确拒绝之后，1929 年 1 月 18 日，苏
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召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，

指控托洛茨基 “从事反革命活动”，“组织非法
的反苏政党”，“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准备反对
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”，因此决定将其 “驱逐
出苏联”。① 1 月 20 日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向
托洛茨基宣布了这个决定并将其驱逐到了土耳

其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留俄生中的托派活动特别
是其与国内陈独秀反对派的联系，使得斯大林

对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这样两个 “捏笔杆子”

的反对派的联合，不能不有所忌惮。“斯大林之
问”的真实动机和意图，或许就在于此。而其
后陈独秀之于托派的关系，不能不说也证实了

斯大林的这个顾忌。

总之，从中共六大后共产国际政治风向的

嬗变来看，对于张国焘所述自己同瞿秋白之间

的争论，特别是其在同斯大林会见之时的言行

表现，斯大林是不会流露出 “颇为满意”的神
情的。也就是说，张国焘对于这次会见的记述
不但时间上有误，其对会见动因及会谈内容的

说法，也有悖于历史事实。

( 本文作者 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

课教研部教授 徐州 221111)
( 责任编辑 赵 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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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上接第 36 页) 例如，好莱坞电影被全面禁绝
之后，暂时弥补片荒的西欧电影在内容上也配

合着新政府的步伐。《孤星血泪》 《雾都孤儿》

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，《偷自行车的人》
《罗马 11 时》则反映了二战后意大利失业工人
的悲惨境遇，这些题材都从不同侧面印证着选

择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。

另一方面，以组织化、政治化和大众化为
时代特质的大众娱乐，成为底层民众的政治参

与渠道并非自然而成。它是特定政策导向、工
作方法和时代背景共同孕育的产物，是新政权

在意识形态建设探索过程中，政治历史观念和

伦理情感生活高度符号化的结果。由于政治性
的深度介入，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大众娱乐原

有的娱情属性被削弱，转而成为政治建设的助

推器，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导致大众娱乐发展的

僵化。大众娱乐的改造旨在提高民众的政治参

与度，不过，政治化也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娱乐

活动的吸引力，其效果注定无法持久。在延安
革命文化、苏联文化与海派文化的碰撞中，海
派文化一度 “失守”; 但轻易地将 1949 年看作
新旧文化的分水岭却过于武断，50 年代后期承
载着旧上海回忆的香港电影受到上海市民的热

捧①，以及广泛弥漫于市民中间的怀旧情绪都

足以说明，在新中国大众文化的强势转型中，

原有的文化并未完全断裂，海派文化的张力低

调却顽固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。

(本文作者 杨丽萍，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

主义学院副教授 上海 200062; 陈庭梅，加拿大
曼尼托巴大学历史系教授 温尼伯 Ｒ3T 2N2)

( 责任编辑 赵 鹏)

① 张济顺: 《转型与延续: 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

西方的反应》，《史林》2006 年第 3 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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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苏联历史档案选编》第 10 卷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
社，2002 年，第 505、510 页。


